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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湾青春电影的发展由来已久。 受新电影运动影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青春片主要通过个体
成长来记录时代的演变，表现出质朴自然的纪实倾向。 进入新世纪以后，台湾青春电影无论在作品内核还是审
美风格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新的风貌。 这些变化的产生既包涵了市场导向的因素，也受到时代变
迁的影响，同时与台湾当局的文化政策也不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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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电影中，“青春”一直是备受电影人钟爱的母题。 已故导演杨德昌便曾经说过：“台湾只有两类
电影：青春片和非青春片”，足见青春电影在台湾电影中所占的分量。 考察台湾青春电影的发展脉络，我们
不难发现它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两个时代。
一、二十纪世八九十年代的台湾青春电影
这一时期的台湾青春电影与彼时来势汹涌的新电影运动并肩成长，互相成全。
台湾地区的新电影运动是指“发生在 1982 年到 1987 年左右，全面提升台湾电影文化品格，使台湾电
影开始走向国际的一场电影运动”[1]（P78），它的开展来自于众多因素的共同推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美正
式建交，这给台湾当局带来巨大冲击；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台湾却从传统的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人
民财富迅速增加，中产阶级逐渐形成，反映在民众的价值体系建设方面，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呈现出
更强烈的冲突。 此外，当时已然兴起的香港新浪潮电影运动，以及焦雄屏、杨德昌等不少曾经留学美国的
电影人纷纷在台湾宣传、讨论西方盛行的“新浪潮”观念，都对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
1982 年，由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与张毅这四位新生代导演共同执导的《光阴的故事》横空出世。 这
部四段式的集锦电影以四个小故事来分别借喻人生中的童年、少年、青年与中年这四个阶段，其中虽也不
乏追忆逝水年华式的抒情诗意，却更多地以其自然写实的风格及对生存困境的剖析直接宣告了台湾地区
新电影运动的开始，并成为这一时期台湾青春电影的代表作品之一。 此后直到 1987 年 1 月《台湾电影宣
言》发表，台湾新电影运动开始走向终结①的这段时间内，大量优秀的青春电影走上大银幕，凝结为一代人
的记忆烙印。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侯孝贤执导的《在那河畔青草青》《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
《恋恋风尘》。 杨德昌执导的《青梅竹马》，陈坤厚执导的《小毕的故事》，柯一正执导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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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及由侯孝贤、万仁、曾壮祥三人联合执导的《儿子的大玩偶》。
然而，无论是侯孝贤的乡土青春，还是杨德昌的都市青春，无论是温情的怀旧，抑或冷静的思考，剥开
这些作品的外壳，呈现于我们眼前的却是内里包裹着的创作者的勃勃野心。 这是他们通过个体的成长体
验来完成的对现代文明的审视，对成人世界的反思，对庸常人生的祭奠。 在《冬冬的假期》中，刚刚小学毕
业的冬冬带着稚龄的妹妹婷婷从台北来到台南铜锣镇上的外公家度假。 盛夏的台南小镇满是浓浓的绿
色，热风吹过稻田，知了叫响整个夏天，在孩童的字典中，宁静与美好便是这个乡村假期赋予他们的最直
接感受。 可是困惑同样如期而至。 舅舅昌民与女友碧云的婚恋风波，疯女人寒子的悲惨身世，藏匿在舅舅
房间里的通缉犯人，透过孩童的视角，影片为我们展现了成人世界里的纷扰与无奈，也表现了孩童与成人
世界的疏离和隔膜。 在《青梅竹马》里，阿隆与阿贞本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恋人，可是在人生的天平上，
一个怀揣浓郁的怀旧情愫，一个向往大洋彼岸的繁华生活，两人的价值观被时代割裂为新旧两端，渐行渐
远。 最后阿隆被阿贞的一位爱慕者刺伤，倒在街角。 青梅竹马的美丽神话虽不知最终结局如何，却早已被
台北的现代文明扎得遍体鳞伤。
这种以个人成长承载历史记忆的叙事手法在侯孝贤的半自传体作品《童年往事》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
现。 故事主人公阿孝咕自幼随家人辗转来到台南，生活的兜兜转转中，父亲、母亲与祖母相继离世，长姐亦嫁
作人妇，最后只剩下了兄弟四人相依为命。 少年的梦幻一点点破灭，阿孝咕终于长大成人。 而伴随主人公的
成长轨迹，台湾社会数十年的变迁脉络亦得清晰呈现于观者的眼前：1958 年的台海空战，陈诚逝世，以及随
时准备回返大陆的祖母，无不勾勒出台湾民众关于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正如当时著名的影评人陈国富
所言：“这些死亡，这些记忆，由于有了一层时代变动的背景，已然超越无关紧要的个人乡愁。 ”“无论是伏笔
抑或明言，皆与片中的情节汇聚一流，使得《童年往事》的记忆成为时代的记忆，民族的记忆”[2]（P358-359）。焦雄屏
亦给予这部影片以极高评价，称：“《童年往事》虽是侯孝贤的自传，因处理方式的杰出，蕴含意义丰富，成
为台湾数十年政治、经济、社会变化的证言，也是台湾电影史上最值得注意的杰作之一。 ” [3]（P334）
新电影运动余风所及，1990 年后涌现出来的许多台湾青春电影，如张作骥执导的《忠仔》、徐小明执导
的《少年吔，安啦！ 》、陈玉勋执导的《热带鱼》、杨德昌执导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麻将》以及他在新世
纪的作品《一一》等也承袭了前者一以贯之的写实传统，以青少年的视角继续着对成人世界与现代文明的
解构。 其中《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取材于上世纪 60 年代发生于台湾社会的一次真实事件。 在这部长达近
四小时的作品中，导演杨德昌以冷静而不失悲悯的镜头、丰富但绝不冗长的细节、庞杂却不觉多余的人物
如抽丝剥茧般一步步铺陈出主人公小四对世界的幻灭过程，道出少年残酷青春的开始和结局，向观者昭
示了生命与历史所不能承受之重。 小四、Honey、小马、滑头、小明，小四的父亲、母亲，学校里的老师与教
官，这些压抑绝望的中年人，怀抱理想却堕入黑暗的少年，为了生存而过于早熟的少女，还有日式的平房，
猫王的歌曲，众人零碎的南腔北调，以及隐藏于个人命运背后的政治高压，导演凭借其出色的才华与锐利
的分析，为观众成功奉上了一曲关于残酷青春的挽歌，一部记录逝去时代的史诗，也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位
知识精英的使命。
二、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台湾青春电影
进入新世纪以后，台湾的青春电影并未停下前行的脚步，接连推出了《蓝色大门》《盛夏光年》《不能说
的秘密》等反响不俗的作品。 沈小风《新世纪的台湾青春电影》一文曾对之作过统计，列出在 2000~2009 年
期间台湾电影人拍摄的 21 部青春片，并指出其占到这一时期台湾出品电影总数的近 10%，十分惊人[4]（P23）。
2010 年迄今，《艋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我的少女时代》又相继问世，引出种种话题。尤其是《那
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在两岸三地刮起一阵“那些年”的旋风，票房和口碑都获得意想不到的佳绩。 然
而，对比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新世纪的台湾青春片无论在精神内核还是审美风格方面都发生了
巨大变化，呈现出了新的风貌。
以作品的精神内核而言， 新电影运动时期的台湾青春片惯于通过个人成长记忆来观照时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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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童年往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些在华语电影史上留下不朽印记的作品，更多地是借青春之名来
传达创作者对历史和生命的反思，其实质已经远远超越了青春电影这一概念本身所涵盖的范畴。 而在新
世纪的台湾青春片中，除了钮承泽导演的《艋舺》还在试图重现前者的荣耀，想要在年轻人的打打杀杀之
外为观者提炼出一份关于艋舺这个台湾最古老街市的集体回忆，向逝去的八十年代作最后的致敬，其余
如《蓝色大门》《盛夏光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我的少女时代》等作品都不约而同地选择抛弃
或者放弃了前者的艺术野心与宏大叙事，转而将影片的重心聚焦到了个体本身。 如果说在《蓝色大门》中，
主人公孟克柔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景象还给我们留下了些许印象，也隐晦解释了父亲的缺席对女儿性取向
所造成的影响，那么到了《盛夏光年》里，叙事重心已经被完全放到了三个年轻人之间相互的感情纠葛上
面，成人世界在这里消失得毫无踪迹可循；至于《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当中，主人公柯景腾的父
母也只是影片中的一个小小点缀，对于剧情的走向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在这些作品中，青少年不再是成人
世界的对抗者，关于青春的命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关于成长的表述也变得更为纯粹，然而与此同
时，台湾青春电影的格局也走入了一个美丽却狭小的胡同。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对个体成长的剖析，同性话题开始成为这一时期台湾青春片的一个重要符号。 其
实对于台湾青春电影来说，同性题材并不陌生。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就大胆展现
了主人公小康的同性倾向，林正盛的《美丽在唱歌》也精心讲述了一对青年女性之间的超友谊情感。 迈入
新世纪后，同性题材更是在台湾青春电影中频频亮相。 以沈小风列出的 21 部青春片为例［4］（P26），其中《蓝色
大门》《十七岁的天空》《盛夏光年》《少年不戴花》《渺渺》《乱青春》《带我去远方》这七部作品都涉及了同性
情节，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相当瞩目。 同其他青春电影一样，在上述大部分作品中，导演都对同性题材采取
了比较温和的处理方式，淡化了这一问题上个体与家庭、与社会的矛盾冲突，而将困惑、纠葛、认同与成长的
过程交给了少年自己。 然而，对同性题材的大量使用以至于滥用也曝露出现阶段台湾青春电影创作力的匮
乏，如何在青春的角落里发掘出更丰富的话题已俨然成为摆在台湾电影人面前的一大难题。
最后看影片审美风格的变化。 受新电影运动创作宗旨与美学追求的影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
青春电影在影片风格的选择上表现出了朴素自然的纪实倾向，多用长镜头来记录故事的发展。 于是在《恋
恋风尘》里，当阿远被征入伍时，两个恋人间没有难分难舍的海誓山盟，弥漫在空气里的只是令人窒息的
沉默与转身时的黯然；当得知阿云嫁人的消息时，阿远只能以无力的痛哭来表达对命运的一点反抗；而当
多年后阿远退伍回乡，经历过成长阵痛后的他与阿公在田间淡淡地话着家常，镜头最后切换至美丽的乡
野风光。 爱情逝去，生活继续，自然万物生生不息，让观者如你我不得不相信生活本身就是遵循着这样的
定律。 同样在杨德昌执导的《一一》里，影片以婚礼开始，以葬礼结束，家庭成员的婚恋、出生、衰老与死亡
展示了人生的必经路程，也展示了一个台湾中产阶级家庭的真实生活。 无论是简南俊与初恋的重逢，还是
简妻在生活的重压下入山修佛，抑或女儿婷婷的恋爱、小儿洋洋的困惑，以及婆婆最后的病逝，一切都显
得冷静、淡然与克制。 与此相比，新时期的台湾青春电影则一扫前者的凝重与质朴，体现出清新唯美的风
格。 所以在《蓝色大门》里，我们看到纯白的校服、飘扬的花衬衫、敞亮的教室、碧波荡漾的泳池和台北蔚蓝
的天空都在导演的镜头底下得到了无限的放大，衬托出青春的鲜亮与明净；看到张士豪与孟克柔踩着单
车在马路上飞奔而过，任身旁如流的车阵也无法阻挡青春的诗意与张扬。 而在《渺渺》当中，我们看到透着
晕黄光影的二手唱片店，淡淡散发怀旧温暖的气息；看到小瑷和渺渺纯净的微笑与眼神，彼此交换心事和
秘密，在活泼的夏日里写下关于暗恋的美好诗篇。 明朗清新的画面，丰富多样的剪辑，轻快流畅的节奏以
及细腻动人的情怀，构成了观众对新时期台湾青春片的最直观印象。
三、台湾青春电影的流变原因
考察新世纪以来台湾青春电影在作品主题、审美风格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种种变化，市场导向显然
是隐藏于幕后的最大推手。 彼时新电影运动兴起以后，以侯孝贤、杨德昌、朱天文、吴念真、焦雄屏、陈国富
等为代表的众多导演、编剧、影评人纷纷加入到这场电影的新浪潮中，创作出大批具有思考深度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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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树立了台湾电影在华语片中的地位，同时也为台湾青春片奠定了质朴自然，以个人成长观照历史变
迁的基调。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批新电影运动的创作者在强调作品艺术性的同时却忽略了电影所应具
有的商业性，这使得他们的电影语言偏离了传统的电影叙事，曲高和寡，逐渐走出了大众的视线。 这一特
征在九十年代以蔡明亮为代表的台湾导演身上得到了极端的体现。 因此，尽管后者也有《青少年哪吒》《爱
情万岁》《洞》等多部作品扬名国际电影节，可是其晦涩沉闷的故事情节与叙事风格却一直遭人诟病。 上世
纪九十年代，台湾地区本土电影创作持续低潮，与市场渐行渐远，最终造成产业的衰颓。 自然，这一时期台
湾电影市场的低迷是多方因素合力导致的结果，其中有好莱坞电影的冲击，有电视综艺和青春偶像剧对
年轻人市场的争夺，也有台湾当局电影政策的失误，然而创作者本身对市场的漠视无疑成为压垮骆驼的
那根致命稻草。
在这一背景下，新生代导演在电影叙事方面的反思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他们不再执着于艺术手法的
创新与个人风格的彰显，而是尽可能地向观众的审美需求靠近。 丰富的镜头语言，流畅的叙事节奏，清新
的电影画面，以及完整的故事架构，无不在迎合着台湾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唯美温和的美学观。 而另一
方面，市场也以实际的回报表达了善意的回应。 从易智言的《蓝色大门》到陈怀恩的《练习曲》，从周杰伦的
《不能说的秘密》到林书宇的《九降风》，台湾电影市场的窘境得到逐步的改善。 之后更有《海角七号》《艋
舺》与《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在口碑与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创下票房奇迹，酿就本土观众津津乐道的
话题。
与此同时，时代文化的变迁也成为推动台湾青春电影流变的重要助力。 侯孝贤、杨德昌这批新电影运
动的干将大都出生于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他们亲历了台湾社会在转型之前的飘摇与阵痛，对时代风潮
的变化保持着敏锐的嗅觉，并借回忆个人成长经历之名书写出那段曾经讳莫如深的历史记忆，唤起观众
对于民族身份的追寻，对于民族历史的反思。 便如著名影评人焦雄屏所言：“原先只是一种写实的向往，后
来却逐渐发展出文化记录功能。 “新电影”在累积中，逐渐从自传性的叙事里，辐射出台湾地区过去数十年
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过程。某些创作者更已经有意识地成为撰史者。”[5](P219)相较之下，林书宇、九把刀、程
孝泽、郑芬芬、陈玉珊等新生代的青春片导演们，大部分都出生于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成长于台湾社会
的腾飞期。 在他们的成长记忆里，父辈的疮伤早已悄然远离，时代的阵痛也已化作教科书里的名词。 他们
既然无从体验历史的激荡，自然也无力谱写出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样振聋发聩的史诗。
最后，台湾青春电影在精神内核上的变化与台湾当局在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期间所推行的“去中国
化”运动也不无联系。 李登辉与陈水扁二人当政期间，极力宣扬所谓的“台湾民族主义”教育，推行“去中国
化”运动，在这一背景下，新生代导演在电影叙事主题上的转变也就有了另一层可供寻味的空间。 于是，我
们看到新世纪的台湾青春电影或者如陈怀恩执导的《练习曲》那样流露出浓厚的本土情结，或者如大部分
作品那样纷纷淡化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 唯一不变的是青春这一主题在导演的镜头底下均化作涓涓细
流，还原出青涩懵懂的面貌，在清新唯美的道路上一直奔向地老天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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